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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作为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补充, 是基于生态系统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评估, 对于重要生

物的生境保护至关重要。当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方法作为生态系统受威胁

状况评估的正式标准, 广泛应用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评估,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的修订和推广, 其评估标准日趋完善, 但生态系统制图、生态系统崩溃的概

念以及实际操作层面仍面临挑战。本文回顾了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发展过程, 归纳了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

方案中生境范围退化(标准A)、生境限制分布(标准B)、非生物环境退化(标准C)、生物过程退化(标准D)以及威胁

定量分析(标准E)这5个指标的含义和评估过程, 并围绕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实际评估中面临的挑战, 论述了利

用遥感和生态模型可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文中指出, 明确生态系统分类体系以及生态系统崩溃等基本概念对生态

系统红色名录评估至关重要; 尺度效应是评估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 多尺度评估是丰富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空间信

息的潜在方法; 耦合遥感和生态模型等手段共同参与评估, 是未来研究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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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is a growing toolbox for assessing risks to biodiversity at the ecosys-
tem level, which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and importa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key species’ habitats.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was adopted as an official global standard 
for assessing the risks to ecosystems by the IUCN Council. With the revi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this framework is gradually improv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di-
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However, it faces challenges in ecosystem mapping, the 
concepts of ecosystem collaps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and introduces the five criterions in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protocol (declining in 
distribution,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abiotic degradation, biotic degradation and quantitative estimates of risk 
of ecosystem collapse) and how it is used. While focusing on the challenges in the assessment with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we also discuss the potential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ecological models. We points out that the explicit definition of ecosystem collapse and the classi-
fication system of ecosystems is essential for applying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the scale 
effects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results of assessment; assessment at hierarchical scales may be a potential 
method to provide spatial information for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incorporating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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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cological models into this framework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udy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threatened status of ecosystem; scale effects;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物质基础, 直

接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提供生活必需品, 并通过发挥

相关的生态功能, 间接为地球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

环境以及各种服务 , 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MA, 

2005; Cardinale et al, 2012)。由于全球人口大幅度增

加, 人类向自然索取的物质和服务超过了以往任何

一个时期, 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导致全球范

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大幅度下降 (MA, 2005; 

Pimm et al, 2014)。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进一步影响

到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健康, 并成为当今重要的

全球问题(Ceballos et al, 2015),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 

生物多样性评估是制定保护措施的前提, 如何

评估生物多样性已成为研究的热点(Nicholson et al, 

2009)。当前的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大多聚焦在物种水

平上, 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规划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Pimm et al, 1995; Myers et al, 2000)。随着

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基于物种水平的评估无法反

映生物多样性所有组分(马克平和钱迎倩, 1998; 陈

国科和马克平, 2012), 而结合宏观尺度共同评估区

域生物多样性水平更加合理。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

方面: (1)宏观尺度的参与, 辅助大区域生物多样性

的评估, 可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Rodríguez et al, 

2006); (2)微观和宏观角度的结合, 可综合反映区域

的生物多样性水平(Rodríguez et al, 2012); (3)可以

综合指导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方便科学管理

和决策(Noss, 1996; Ferrier, 2002)。生态系统作为研

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本功能单元 (Odum, 

1977), 是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宏观水平

(Noss, 1990)。随着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认识的

不断加深, 相关学者逐渐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生态

系统功能和服务多样性的基础, 稳定、复杂的生态

系统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更高(Hooper et al, 2005; 

Hector & Bagchi, 2007)。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结果表

明生态系统退化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

要原因之一(MA, 2005)。生态系统在生物多样性评

估中的作用也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认可, 受

到广泛关注(马克平, 2016), 并成为评估全球生物多

样性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马克平, 2013; Rodríguez 

et al, 2015)。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是基于生态

系统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框架, 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

ture, IUCN)采纳为评估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的正式

标准(Rodríguez et al, 2012)。该标准旨在监测生态系

统状况, 评估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风险, 识别受威胁

的生态系统, 为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撑(Bland et al, 

2015)。它通过选取适当的指标, 定量表征生态系统

受威胁状态, 并结合相关阈值对各评估指标进行分

级, 确定各生态系统受威胁的等级(Rodríguez et al, 

2015)。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已应用于

生态系统状况的监测、优先保护区域的确定、保护

成效的评估以及受威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 并

与物种红色名录相结合, 综合评估区域生物多样性

水平, 为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提供服务(朱超等 , 

2015)。 

尽管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经过几

次修订, 已发展到Version 2.0版本(Rodríguez et al, 

2015), 但无论在生态系统制图、实际操作层面还是

概念上依然面临较大挑战(Boitani et al, 2015; Keith 

et al, 2015)。本文回顾了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发展

过程, 介绍了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框架、实

际评估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并探讨

了今后的发展趋势, 拟为我国生态系统红色名录工

作的开展以及完善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

系提供参考。 

1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发展进程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于1996年由Edward Maltby

在第一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提出(Rodríguez et al, 

2012), 旨在开展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 构建类

似物种红色名录的受威胁生态系统目录。作为物种

生物多样性评估的重要补充,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开展了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的研究工作, 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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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评估方法(Nicholson et al, 2009)。 

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源于生态系统健康

和风险评估。生态系统健康和风险评估体系主要研

究生态系统对胁迫的响应, 评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况和面临的风险(Barrett, 1978)。该评估体系通过与

健康生态系统对比, 解析生态系统受胁迫后表现出

的症状, 评估其受威胁的强度和范围(Odum, 1985; 

Rapport et al, 1998)。美国环境保护署基于大量的样

地调查数据, 利用该方法评估了样地区域的生态风

险和健康状况(Lackey, 1994)。该评估体系主要侧重

于相关概念和过程的分析, 为生态系统威胁评估提

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但是需要大量的地面调查数据, 

评估难度较大, 很难在大范围区域进行。 

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人员发现生境面积越小,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越单一, 生物多样性水平越

低 , 受威胁的风险越高 (Driver, 2005; Hector & 

Bagchi, 2007)。在该理论的推动下, 自1990年以来, 

许多国家和地区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境面积、生态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生态系统受

威胁状况评估工作。例如, 《德国受威胁生境红色

名录》(Blab et al, 1995)、《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生

物多样性法案》(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9)、

《南非受威胁生态系统国家名录》(Rouget et al, 

2004)、《非洲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名录》

(Burgess et al, 2006)、《新西兰陆地环境评估》

(Walker et al, 2006)、《挪威生态系统红色名录》

(Lindgaard & Henriksen, 2011)等都是较为成熟的具

有代表性的案例。其中《德国受威胁生境红色名录》

首次提出利用生态功能区作为评估单元, 澳大利亚

将评估结果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的制订, 南

非利用植被图和土地覆被图作为评估单元, 非洲优

先保护区域的评估采用专家打分系统, 新西兰利用

环境因子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开展受威胁评估, 《挪

威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则借鉴了物种红色名录

的受威胁等级。由于每种生态系统类型的差异较大, 

其结构与功能很难用同一指标衡量, 故该评估体系

主要利用生态系统面积变化来表征受威胁状况

(Noss et al, 1995)。基于生境面积、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评估方法为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由理论研究

转向实际操作奠定了基础, 为IUCN生态系统红色

名录评估标准的制定积累了案例和经验。 

虽然基于生境面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评

估体系被许多国家采用, 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各评估案例的评价指标以及评估阈值不一致, 评

估结果之间的可比性较差; (2)各个评估案例中对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描述较为模糊, 实际上还是以

生境面积变化为主要评估依据; (3)仅用于局部地区, 

很难应用于大区域生态系统的评估(Rodriguez et al, 

2011; 朱超等, 2015)。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IUCN于

2008年第4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提出了构建

IUCN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标准的想法。2009

年, 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Ecosys-

tem Management, CEM)将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

纳入组委会重要议题, 并成立工作组, 开展IUCN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的制定工作(Rodríguez 

et al, 2012)。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当前

已应用于全球50多个生态系统, 包括我国黄海滩涂

和辽河三角洲的评估 (陈国科和马克平 , 2012; 

Murray et al, 2015), 其结果与当地的评估结果有较

好的一致性。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框架以

较强的适用性、可执行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受到广

泛关注, 被IUCN采纳为评估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

的正式标准(Keith et al, 2013; Rodríguez et al, 2015)。 

2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工作组在已有评估方

案的基础上, 从生态系统的生物组成、非生物环境、

相互作用以及空间分布4要素出发, 选取5个标准来

评估生态系统受威胁的风险: 生境范围退化(标准

A)、生境限制分布(标准B)、非生物环境退化(标准

C)、生物过程退化(标准D)、威胁定量分析(标准E) 

(Keith et al, 2013)。 

生境范围退化(标准A)以生境面积在指定的时

间框架下的退化率来表征(公式(1))。根据物种与生

境面积的关系可知, 生态系统面积的减少会导致生

态位的宽度大幅度收缩, 降低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

样性的能力, 同时生态系统破碎化程度增加, 更容

易受干扰的影响 , 使生态系统崩溃的风险增大

(Keith et al, 2013)。生态系统面积直接表征了生态系

统的承载力, 其退化率是指示生态系统受威胁的最

直观指标。该指标旨在确定生态系统面积退化的情

况, 并解析生境退化背后的驱动机制。为了解决实

际评估中数据时间跨度不足50年的情况, IUCN生

态系统红色名录工作组提出了在两期数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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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超过20年且面积变化规律与模型中变化规律

一致的情况下, 利用绝对变化量模型(absolute rate 

of decline, ARD) (公式(2)和(3))或绝对变化率模型

(proportional rate of decline, PRD) (公式(4)), 将变化

的时间跨度推广到50年 (图1) (Rodríguez et al, 

2015)。例如, 当仅有1990年和2010年的数据时, 评

估者可以利用该模型将变化率外推到过去50年

(1960–2010)和未来50年(199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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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reat和yeart分别代表时间t对应的面积和年

份。公式(2)和(3)分别代表ARD模型未来和过去50

年的外推公式, 公式(4)代表PRD模型中过去和未来

50年的外推公式。 

生境限制分布(标准B)描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

的限制程度, 表征威胁因子在生境斑块间的传播能

力以及生境的承载力(Keith et al, 2013)。借鉴物种红

色名录标准, 标准B采用生境范围(extent of occurr-

ence, EOO)、生境所占面积(area of occupancy, AOO)

和生境斑块数目表征(Keith et al, 2013)。EOO指生态

系统的分布范围, 用生态系统所有生境组成的最小

外接凸包多边形表示(图2), 该指标主要表征生态系

统传播风险的能力。AOO指生态系统占据的面积大

小, 用生态系统占据10 km × 10 km的有效网格数目

来表示(有效网格指生态系统面积大于网格面积1%

的网格) (图2)。该指标主要表征适宜生境的大小。

生境斑块数目指有限且离散的生境斑块的数目。标

准B在实际评估过程中需满足生境斑块限制分布或

者生境有持续退化的趋势(Rodríguez et al, 2015)。 

 

 
 

图1  绝对变化量模型和绝对变化率模型预测结果对比(改
编自Rodríguez et al, 2015) 
Fig. 1  Results derived from proportional rate of decline versus 
absolute rate of decline (adapted from Rodríguez et al, 2015)  

 

 
 

图2  生境限制分布(标准B)示意图。生境范围(EOO)为28,249 km2, 生境所占网格数目(AOO)为88(改编自Keith et al, 2013)。 
Fig. 2  The diagram of habitat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Criterion B). Extent of Occurrence (EOO) is 28,249 km2 and Area of Occu-
pancy (AOO) is 88 (adapted from Keith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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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物环境退化(标准C)和生物过程退化(标准

D)分别表征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和生物过程对威

胁的响应。标准C用生态系统关键的非生物环境要

素的退化程度来表征。生态系统都依赖于特定的环

境而存在, 当非生物环境发生退化时, 环境提供给

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减少, 导致生态系统维持生

物多样性的能力降低, 生态系统受威胁的风险增加

(Keith et al, 2013)。随着人类活动不断加剧以及全球

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Vitousek et al, 1997), 

该指标在评估过程中的作用愈发明显。标准D用表

征生物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变量的退化情况来描述。

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都需要通过生

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维持, 包括捕食、授粉、互利共

生等(Fontaine et al, 2005)。当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

裂, 必然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 增大崩溃的风

险(Mitchell et al, 2006)。一般来说, 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水平越高, 其生物过程越稳定、复杂, 能量

和信息的流动也越通畅, 表现为更强的获取能量资

源的能力、更快的物质能量循环速度和更稳定的生

态系统(Loreau, 2010; Keith et al, 2013)。实际评估过

程中, 首先需明确直接决定区域生态系统状况的非

生物环境以及生物过程的相关变量(Rodriguez et al, 

2015), 然后利用公式(5)和(6)获取生态系统受胁迫

的严重程度(relative severity)以及退化程度(extent 

of degradation), 从而获取生态系统的衰退情况。其

中, 受胁迫的严重程度、退化程度分别描述了生态

系统接近崩溃的程度以及威胁影响的范围。 

 ( )
 100%tVar initial

relative severity
collapse initial


 


 (5) 

    
 100%

 

distribution affected by decline
extent of degradation

total distribution
  (6) 

式中, Vart代表时间t下非生物环境或者生物过程相

关变量的值; initial和collapse分别代表生态系统初

始状态 (无威胁 )和崩溃状态下相关变量的值 

(Rodriguez et al, 2015)。 

威胁定量分析(标准E)指用模型定量描述生态

系统以及干扰过程, 模拟生态系统对威胁的响应, 

并结合威胁的发展情景综合评估生态系统崩溃的

风险(Bland et al, 2015)。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

性以及威胁的多样性, 精细表征各生态系统干扰过

程的模型仍严重缺乏, 该标准在实际评估过程中应

用较少(Boitani et al, 2015)。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流程见图3。首先

根据可获取的数据得到以上5个标准的相关变量。

然后结合评估体系中各个评估标准的阈值, 将其分

为以下等级: 无威胁类别2种, 分别为无危(Least 

Concern, LC)和近危(Near Threatened, NT); 受威胁

类别3种, 分别为易危(Vulnerable)、濒危(Endangered, 

EN)和极危(Critically Risk, CR), 其中极危的威胁程

度最高, 无危最低。最后选取各标准中表征生态系

统受威胁程度最高的等级作为该生态系统最终的威

胁状况(最大风险原则)。对于受到严重威胁的生态

系统, 无法恢复到原来状况的则列为崩溃(Collap-

sed, CO) (Rodríguez et al, 2015)。各标准中, 标准A

和标准B与生态系统面积和分布相关, 由于此类空

间数据相对于其他类型数据的可获得性更高, 因此

这两个标准是评估中最常用的指标(Boitani et al, 

2015)。 

 

 
 

图3  IUCN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流程(改编自Rodríguez et al, 2015) 
Fig. 3 The steps follow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UCN of Ecosystems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adapted from Rodríguez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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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以往的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方法, 

该评估体系重点突出了生态系统评估对象以及生

态系统崩溃等基本概念, 有利于加深评估者对生态

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的认识。由于缺乏数据基础以

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 衡量标准C和标准D的

指标更多地处于概念和模型设计阶段, 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Boitani et al, 2015)。该评估体系采用风险最

大的原则, 在部分指标当前无法获取的情况下, 依

然可以开展评估工作,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评估

体系的通用性(Keith et al, 2015)。 

3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面临的挑战 

当前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及相应

阈值的设定缺乏理论和数据的支撑, 在生态系统制

图和生态系统崩溃的概念以及实际操作层面均不

够清晰, 易导致在应用时主观地解读评估体系, 形

成不确定的结果, 这是当前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

录实际评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Boitani et al, 

2015)。 

3.1  生态系统制图及其不确定性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首先需明确评估对象

及其时空分布, 即生态系统制图。通过生态系统制

图, 可确定各生态系统的边界, 获取评估单元(Jones 

et al, 1994), 是开展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工作的

前提和基础。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中, 

土地覆被类型图、生态功能区划图以及植被图均是

生态系统制图的重要数据源(Olson et al, 2001; Keith 

et al, 2013; Payet et al, 2013)。然而, 因生态系统的

划分方法各异, 而各地方数据不齐全, 导致评估体

系的适用性和评估结果的可比性差。同时, 由于缺

乏普遍接受的生态系统分类体系, 导致评估单元不

明确, 在应用该评估体系的过程中, 容易主观地利

用相关变量来表征评估体系的标准, 造成结果的不

确定性。由于评估的目的和可用的数据不一致, 加

上生态系统本身的巢式结构的特点, 构建一套等级

层次的生态系统分类系统, 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

层次的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 是解决生态系统制

图不一致性的关键。遥感作为宏观尺度上对地观测

的重要手段, 因其多尺度的观测特点以及不断增强

的地物识别能力, 使之成为生态系统制图最具潜力

的手段(Pettorelli et al, 2014; de Araujo Barbosa et al, 

2015)。因此, 如何完善生态系统分类体系, 构建基

于遥感的生态系统分类方法, 是建立全球生态系统

红色名录的前提(Keith et al, 2013; Sayre et al, 2014; 

Nicholson et al, 2015)。 

在我国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中, 潜在的

可用数据主要包括1:100万植被图和30 m空间分辨

率的土地覆被图。1:100万植被图(中国科学院中国

植被图编辑委员会, 2007)是我国三代科学家耗费

近30年的时间, 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判读得到

的, 具有丰富的植被类型信息, 但空间定位精度和

动态变化信息略显不足。土地覆被图是基于遥感影

像采用自动或人工解译得到的, 具有动态变化信

息以及较高的空间位置精度, 但其包含的类别信

息较少 , 例如ChinaCover产品仅有38个类别 (Lei  

et al, 2016), 中国土地利用数据仅有25个类别(刘纪

远, 1997)。因此, 融合这两种数据类型, 发挥各自

优势, 实现高时空分辨率的生态系统制图, 可以为

在全国尺度上开展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评估提供

数据基础。 

3.2  生态系统崩溃的定义及其表征 

生态系统崩溃不能完全与物种灭绝类比(Boitani 

et al, 2015)。如果确定某一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已

经死亡, 则认为该物种已灭绝(IUCN SSC, 2001)。然

而, 一个生态系统崩溃时, 其所处的生境可能并没

有完全消失, 但原来的服务功能退化、关键特征缺

失或已转化为新的生态系统类型(Keith et al, 2013), 

这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定义难以界定(Crespin & 

Simonetti, 2015)。 

生态系统崩溃主要是由于生物链的断层、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停滞、生物间相互作用和非生物

环境的剧烈变化, 导致生态系统难以维持原有的生

物功能或过程(Crespin & Simonetti, 2015)。弄清楚

生态系统崩溃的过程是了解生态系统退化机制、确

定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中指标以及阈值的基础, 是开

展针对性的保护和管理的前提, 对于规范IUCN生

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的应用至关重要。IUCN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框架中通过类比物种红色

名录, 利用图3中的5个标准来衡量一个生态系统的

崩溃风险(Boitani et al, 2015)。然而, 全球生态系统

类型众多, 威胁因素也多样化, 各个生态系统的过

程和机制均差异较大, 对威胁的响应不一致, 基于

这5个指标能否全面表征生态系统的崩溃风险还需

进一步研究(Boitani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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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估尺度及其效应 

生态系统是基于一定时空尺度定义的, 具有明

显的尺度依赖性(Wiens, 1989; Begon et al, 2005)。在

不同尺度上, 同一生态系统对相同威胁的响应也不

一样, 这将直接影响评估结果(Keith, 2009; Keith et 

al, 2013)。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中的尺度问题归

根结底是生态系统尺度效应的具体体现, 主要包括

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分类等级尺度3个方面(Keith, 

2009)。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中, 生境退

化率、非生物环境退化以及生物过程退化等均是在

一定的时间跨度上计算的, 不同的时间尺度直接影

响评估结果(Keith et al, 2013)。生态系统在一定的时

间段内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 但受到干扰时, 生态

系统在该时间尺度下将发生变化。评估过程中, 由

于生态系统对威胁有一定的适应能力(Rapport et al, 

1985), 且生态系统本身也有正常的自然波动(Keith 

et al, 2013)。因此, 评估的时间尺度必须能反映生态

系统过去的状况和未来的变化趋势, 同时能区分出

生态系统正常的自然动态。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

录评估体系中采用“过去50年”、“未来50年”以及

“1750年以来”作为相应标准的时间尺度(Rodríguez 

et al, 2015)。然而, 这种时间尺度划分方式的科学依

据、数据基础以及基于该时间尺度的评估结果对保

护决策的影响仍不明确(Boitani et al, 2015)。同时, 

由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易导致可用数据不足, 采用

ARD和PRD预测模型很难满足所有退化情景模式。

利用遥感以及生态系统分布与气候关系模型等技

术获取长时间序列数据, 结合土地覆被驱动力分析

和预测模型, 精细表征生态系统变化过程, 是解决

该问题的途径之一。 

空间尺度主要包括评估的空间范围以及划分

生态系统的空间粒度。一般来说, 评估的范围越大, 

生态系统分布越广泛, 受威胁程度也越低(Wiens, 

1989)。因此, 不同评估范围可能产生不同的评估结

果(Keith, 2009)。在实际评估中, 为了方便科学管理, 

可以结合评估的目的, 选择国家尺度、行政单元开

展评估, 同时还需考虑生态系统在评估范围内的空

间代表性, 保证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和合理性。空间

粒度是生态系统最小可辨识的空间单元 (Wiens, 

1989), 划分生态系统的网格可以小到仅包括一棵

树, 大到包括整个生态系统。一般情况下, 一个粒

度单元内可能包含多种生态系统, 但仅能表示出一

种生态系统, 粒度越大, 网格内主要生态系统越凸

显, 而非主导的生态系统则被忽略, 从而改变各生

态系统的生境面积(Turner et al, 1989), 最终影响评

估结果。由于许多濒危生态系统的生境狭小, 过大

的粒度容易忽略其较小的生境, 造成生态系统受威

胁的风险被高估; 而对于宏观的生态系统, 过小的

粒度往往显著增加了数据量和计算的复杂性。在实

际评估中, 需根据评估目的以及可用的数据, 确定

评估过程的最佳空间尺度, 尽量减少尺度效应带来

的不确定性(Boitani et al, 2015)。 

生态系统分类体系是一个等级系统(O’Neill, 

1986; Klijn & de Haes, 1994), 分类等级尺度就是确

定评估对象在分类等级(如植被型、群系、群丛)中

的位置(如群系) (Keith, 2009)。IUCN生态系统红色

名录评估中, 分类等级尺度是确定评估单元以及生

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基础。同一地区不同的分类等

级尺度对应不同层次的评估对象, 所表现的生物过

程也不尽相同 ,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评估结果

(Peterson et al, 1998)。较大的分类等级尺度对应宏

观的生态系统, 其粒度也应该更粗, 评估过程较宏

观; 反之, 较小的分类等级尺度, 其对数据粒度的

要求更精细。实际评估过程中, 需要明确评估对象

以及可获取的数据, 确定评估中生态系统的分类等

级尺度, 但解析不同的分类等级尺度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是确定分类等级尺度的前提。 

评估过程中, 不同的尺度会得到不同的评估结

果, 同时不同尺度类型之间也相互作用, 但尺度效

应对评估结果的作用有多大, 哪些因素与尺度效应

密切相关, 不同尺度类型之间的定量关系, 以及在

实际评估中如何根据有限的数据确定最佳的评估

尺度, 仍缺乏相关研究。 

3.4  评估标准存在的不足及解决方案 

随着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在实际

评估工作中的运用, 其评估标准面临的挑战也逐渐

显现, 如: 评估标准的阈值缺乏理论基础、EOO的

科学性不足、难以确定生物过程和非生物环境相关

变量、评估结果缺乏生境退化的空间信息等。 

评估中如何确定评估阈值是评估工作的重要

内容, 也是研究的难点。理想的情况是利用相关的

评估指标与原始健康生态系统进行对比, 结合生态

系统崩溃的状态, 来衡量被评估生态系统的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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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程度 , 确定评估的阈值 (Rapport, 1989; 

Rodríguez et al, 2015)。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

标准参考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体系, 在评估过程中均

采用同一套阈值(Boitani et al, 2015)。然而实际情况

是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因素多样, 且各生态系统类

型对威胁的响应不一致, 评估指标的阈值与生态系

统类型和受威胁因素相关; 部分评估指标具有尺度

依赖性, 其阈值大小与指标的尺度水平相关, 同一

生态系统在不同尺度下的评估结果差异较大。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参考物种红 

色名录标准, 利用生态系统所占据的最小外接凸包

多边形的面积(EOO)作为评估风险传播能力的一个

指标。该指标越大, 则表明斑块间距离越远, 风险

传播的能力越弱, 该类生态系统受威胁的程度越低

(Keith et al, 2013)。而在景观生态学以及岛屿生物地

理学理论中, 同类型的斑块间距越大, 生境越离散, 

生境隔离程度越大, 生态系统越不稳定, 斑块中物

种灭绝的风险越高(Saunders et al, 1991; Collinge, 

1996; Fahrig, 2003)。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体系中, 研

究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建议排除EOO中不适

合物种分布的区域(Mace et al, 2008), 但IUCN生态

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中并没有考虑这一点, 导致

该指标表征的威胁程度可能偏低(Ostro et al, 1999; 

IUCN, 2016)。 

生物过程和非生物环境退化描述了来自生态

系统功能、服务衰退和生态系统所处环境恶化的威

胁, 是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的关键指标(Vázquez & 

Simberloff, 2003)。然而, 当前的评估案例中仅简单

地对少数几个生物过程和非生物环境退化明显的

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估(Keith et al, 2013)。对于复杂以

及大范围区域, 由于各生态系统生物过程和非生物

环境的异质性以及复杂性, 生物过程和非生物环境

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不清楚, 难以获取直接表征

生态系统状况的生物过程和非生物环境相关变量, 

该标准在实际评估中应用的难度较大(Boitani et al, 

2015)。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的目的在于针对

有限的保护资源确定保护优先区域, 指导生物多样

性保护决策, 确定生态系统退化的威胁因素。然而

在复杂地区, 同一生态系统的生境斑块在空间上的

退化程度往往有所差异, 而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

录评估的结果仅包括受威胁生态系统的目录, 缺乏

各生境斑块退化的空间位置信息。生态系统限制分

布指标能指示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 但不足以表征

该类生态系统各斑块退化的空间位置信息。而这一

信息在生态系统离散分布以及有限的保护资源情

况下, 对于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系统管理和维护工

作显得极为重要(Christensen et al, 1996)。采用等级

尺度评估方法, 利用精细尺度下的评估结果弥补宏

观尺度的不足, 丰富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空间退化信

息, 是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 

4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发展趋势与展望 

尽管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框架在实际

评估中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但该评估体系从生态系

统组成要素的受威胁状况出发, 直观地开展风险评

估, 为生态系统的评估提供了更为直接、客观的方

法体系(Keith et al, 2015)。在生物多样性评估与保护

以及不断丰富和探索该评估标准的迫切需求下, 生

态学家以及生物保护学家已基于该标准在全球开

展了相关的评估工作(Keith et al, 2015)。 

地面试验和观测是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

估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随着研究的广度以及动态程

度不断提高, 开展区域乃至全球尺度生态系统动态

监测的研究不断涌现, 利用遥感以及生态系统模型

结合地面试验开展生态系统的评估成为研究的热

点。遥感本身固有的特点使其在生态系统实时监测

以及尺度效应分析方面有着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

优势(Wang et al, 2010; Pettorelli et al, 2016), 而生态

系统模型是描述生物过程以及生态系统环境响应

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 (1)利用遥感宏观的观测

能力, 以及多源、高时空和高光谱等特点, 是获取

长时间序列、精细的生态系统制图的重要数据源之

一; (2)不同尺度下的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结果差

异巨大, 对比不同尺度下的评估结果, 解析尺度效

应对评估的影响, 是今后研究的热点; (3)生物过程

以及非生物环境指标作为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

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由于缺乏数据基础, 其实

际可操作性不高, 随着对生态系统的观测和模型模

拟愈加精细, 结合现有多种观测手段, 对生态系统

实时监测, 提取各生态系统关键变量, 对该指标进

行直观表达, 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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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发展趋势可以看

出, 融合多学科以及多种手段研究生态系统中的相

关问题, 完善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是今后研

究的重点和关键。随着遥感多源多尺度以及星–机–

地协同观测能力的增强, 以及更加科学的生态系统

模型不断涌现, 耦合多种技术手段协同监测生态系

统, 为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中部分问题的

解决以及实现全球评估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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